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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空间联立方程模型, 基于  2011 和  2016 年  241 个城市样本数据, 研究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与经

济发展的双向互馈及其空间相互作用。结果表明: 1) 考虑内生性后, 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

正, 地方政府在投资行为上模仿彼此; 2) 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向互促作用。建议加强对基础

设施投资的预算管理, 改革晋升绩效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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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241 cities in 2011 and 2016,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mutual effects betwee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patial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lag parameter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t is likely to be explained 

by the imitation between municipals. Also,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significantly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It is suggested to improve the budget management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to 

reform the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system for governmental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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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是新型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和关键支

撑, 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加速器, 也是区域经

济协调的重要政策工具。1978 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为  3678 亿元, 全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资完

成额仅为  12 亿。2016 年 , 前者增至  827122 亿 , 后

者增至  19327.6 亿。换言之 , 38 年内  GDP 增加  223

倍, 而基础设施投资增加  1609 倍。与此同时, 无论

是在京津冀协同区和粤港澳大湾区, 还是在长江三

角洲等区域规划中,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都是区域协

作的战略目标, 受到格外的重视。2020 年, 为重振

疫后经济 , 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成为热门议

题 [1],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 

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 , 拓展  5G 应用, 建设充电桩 , 

推广新能源汽车 , 激发新消费需求 , 助力产业升

级”。因此 , 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很有必要。 

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绩效始终是关注的焦点 ,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 [2–3]。考

虑到边际效益递减、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及行政

分权下地方竞争等因素 , 也有学者认为基础设施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拐点 , 且存在区域差

异 [4]。另外, 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内生性问

题也会使经济绩效的估计产生偏差[5]。 

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即对外部地区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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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屡见不鲜。首先 , 在分行

业的研究中, 交通等网络型基础设施的空间正向溢

出得到共识。例如 , 张学良 [6]以省为单位 , 估计交

通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约为  0.05~0.07, 并认为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

应非常显著”, 如不考虑溢出效应, 线性回归分析将

得到高估的结果。林雄斌等[7]在讨论交通投资时也

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 , 并得到类似的结论。其次 , 

在不分行业(以基础设施作为总体)的研究中, 基础

设施投资在省尺度下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8]。 

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

展的作用, 但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空间相互作用

机理尚存在争议。一方面 , 根据溢出模型 [9], 当邻

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时, 该城市可借助基础设

施空间溢出作用来减少自身的基础设施投资[10]; 另

一方面 , 根据资源流动模型 [9], 由于城市之间的竞

争压力和模仿效应, 邻近城市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会

导致该城市同时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11]。另外，尽

管已有少数研究考察了政府间公共基础设施支出的

空间相互作用[10], 但仍缺少在投资与经济双向因果

的框架下理解这一问题的研究。在考虑基础设施与

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后, 这种空间相互作用是怎样的

呢？究竟哪种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城市基础设

施投资行为？ 

本文在城市尺度上, 研究市政基础设施投资行

为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由于统计资料口径的原

因, 限定为狭义的基础设施(即市政公用基础设施), 

主要包括道路交通 (含地铁等轨道交通 )、给水工

程、排水工程、供热工程、燃气工程、园林绿化、

环境卫生设施、环境保护、防洪和人防等设施, 不

包含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本文首先对城市

市政基础设施(简称基础设施)投资行为进行考察 , 

并分析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行为的空间竞争形

态。最后 , 基于  2011 和  2016 年  241 个城市的样本 , 

采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1 基础设施投资行为 
1.1 基础设施投资决策主体与过程分析 

分税制改革以后, 我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

(不含跨市行政区的基础设施)的决策主体主要是地

方城市政府 [12], 其下属部门(如发展改革、城市规

划以及建设等职能部门)负责具体事务。例如 , 发

展与改革部门直接负责各类投资的审批与备案, 同

时在负责编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 直接接入

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各个环节; 城市规划部门则通过

城市总体规划、市政与交通设施专项规划等技术手

段, 间接地参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决策。电力供水等

专业公司和城市投资建设公司也在政府主导下, 通

过  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决

策[13]。 

1.2 基础设施投资的驱动因素 
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生产和生

活的需求, 营造良好的经商与人居环境, 经济发展

与人居环境是其主要驱动因素, 但是根据公共选择

理论, 官员、政府或利益集团的行为特征也可能成

为驱动基础设施投资的因素。在美国城市的案例

中, 基础设施投资需要通过地方议会表决, 因此中

位数选民的意愿至关重要 [14]。在经济发达的地区 , 

中位数选民倾向于消费更多的基础设施。中国的案

例展示了不同背景下相似的结论。例如, 张军等[15]

认为在控制经济发展与金融环境等因素后, 政府在

“招商引资”方面的标尺竞争以及在政府治理上的转

型提升了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进一步地, 有学者

认为制度层面的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是基础设施投

资的驱动因素[16–17]。 

1.3 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绩效 
基础设施投资也会促进经济发展。Aschauer[3]

和  Munnel[14]通过实证研究 , 证实基础设施投资对

区域经济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首先, 公共资本存

量的增加提高了企业资本生产效率, 降低企业生产

成本, 从而提升生产率。其次, 基础设施具有规模

报酬递增效应和网络效应, 具有外部性[14]。基础设

施与一般固定资本相同, 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这

主要是由于随着生产者增多, 固定资本的成本被摊

薄。与此同时, 交通基础设施等网状基础设施具有

网络效应, 邻近地区的设施建设将提高本地区的基

础设施效率, 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最后, 基础设施

投资本身作为建设活动, 消费原材料, 投入劳动力, 

也可以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 学

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除内生性外, 主要的反对意

见可以归为  4 点: 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 经济增

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共同趋势(协整); 回归分析中可

能的遗漏变量; 不同项目的尺度计量结果不一致[18]。



储君等   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的空间交互影响    

293 

尽管存在反对意见, 多数学者仍支持基础设施投资

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18]。 

2 基础设施投资行为的空间相互作用 

有关空间相互作用的解释始终受到学者关注。

Brueckner[9]将政府间空间策略性互动 (strategic in-

teraction)总结为两类: 溢出模型(spill-over model)与

资源流动模型(resource-flow model)。前者指某一行

为具有空间外部性, 邻域对象的某个行为直接影响

本地的策略选择, 如污染治理。后者指邻域对象的

某个行为导致本地资源流动, 进而影响本地策略选

择, 如税收竞争。 

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相互作用机理有待更多的

讨论。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1) 随着邻域增加投

资 , 本地将因为空间溢出效应减少投资 [10]; 2) 临

近城市存在基础设施重复投资建设等相互攀比现

象 [11]。基于资源流动的空间互动, 或者基于溢出模

型的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都可以解释重

复建设的现象, Brueckner[9]将这两种解释统称为模

仿(mimicking)。 

2.1 溢出效应模型 
由于部分基础设施具有网络效应等外部性, 因

此邻域城市的投资可以直接提升本地现有设施的效

率。按照静态完全信息博弈模型, 当邻域增加投资

时, 本地的最优策略是减少投资。假设有两个城市

a 和  b, 彼此的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空间溢出效应[10]。

两城市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 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

博弈。城市  a 支出资金  Xa 用于建设基础设施 , 利

润  πa 为收益函数  Ba 与成本函数 Ca 之差:  

 πa=Ba(Xa+Xb) – Ca(Xa), (1) 

其中, 成本函数取决于自身投入  Xa; 收益函数不仅

取决于自身的投入 , 还取决于城市  b 的投入  Xb, 即

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城市  b 的利润函数与  a 类似 

 πb=Bb(Xa+Xb) – Cb(Xb)。 (2) 

如果假设收益函数一阶导数大于  0, 二阶导数

小于 0, 成本函数一阶与二阶导数均大于 0, 经推导[10]

可知, 当一个城市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时, 另一个城

市的最优策略是减少基础设施支出。 

2.2 资源流动模型 
基础设施投资行为的空间作用本质是资源流动

引发的策略互动。在资源流动模型中, 对方的行为

不会对己方效用产生直接的影响, 但会导致资源流

向发生改变。税收博弈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某个城

市的邻近城市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后, 不会

直接影响某个城市的效用, 但如果该城市保持原税

率, 邻近城市税率降低后, 人口会从这个城市流向

邻近城市, 从而可能降低该城市的税收。因此, 在

邻近城市税率降低后, 该城市的最优策略可能是降

低税率(需要权衡人口减少与税率降低的成本收益, 

策略并不确定)。 

与此类似, 基础设施投资也会引发类似的资源

流动。一类是企业和居民的流动。某个城市的邻近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增加, 将降低邻近城市的生产生

活成本, 吸引该城市的企业和居民向邻近城市迁居

流动, 因此该城市在考虑成本后, 可能会增加基础

设施投资。另一类是政治资源的流动。晋升博弈中

的激励机制 [19]为政治资源流动提供了解释框架。

不同于单纯的财税激励, 晋升博弈是一种零和博弈, 

在于同一行政辖区内, 一个官员的晋升意味着另一

个官员晋升机会的丧失。如果某个城市的邻近城市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城市环境发生较大的改善, 上

级管理者可能更关注该城市的邻近城市, 那么在晋

升竞争中, 该城市邻近城市的管理者将获得更多取

胜的机会 , 同时该城市管理者的晋升机会将降低。

这种政治资源的流动, 将导致基础设施投资上的竞

争行为。即使存在空间溢出这类正外部性, 彼此相

邻的城市也未必做出互利的决策 , 如  20 世纪  90 年

代的“开发区热”[20]以及  2000 年前后京津冀在港口

和机场的重复建设[21]等案例。 

3 模型与数据 
3.1 模型设定 

在理论分析以及下面的探索性数据分析中, 我

们均推测模型中变量存在空间依赖关系, 故本文采

取空间计量模型。传统的空间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滞

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同时, 基础设施投资与经

济发展之间还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因此, 本文选

择空间联立方程作为计量模型。该模型既可以解释

交互的因果关系, 又可以兼顾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联立方程包括经济发展方程和基础设施投

资方程。方程中内生变量是经济产出(Y)与基础设

施投资(INFRAS)。在经济发展方程(式(3))中, 以生

产函数为基础, 加入主要的控制变量为劳动力(L)、

资本存量(K)、第二产业占比(INDUSTRY)、区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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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EAST, CENTRAL) 以 及 城 市 行 政 等 级 (HIERA 

CHY)。在基础设施方程(式(4))中, 以外国直接投资

占 比 (FDI) 、 城 市 建 成 区 面 积 (BUA) 、 区 域 差 异

(EAST, CENTRAL)以及城市行政等级(HIERACHY)

作为控制变量。 

lnY=α11+ρ11W*lnY+ρ12W*ln INFRAS+β11ln INFRAS+ 

       β12lnL+β13lnK+β14ln INDUSTRY+β14EAST+  

      β15CENTRAL+β16HEIRACHY+ε1, (3) 

lnINFRAS=α21+ρ21W*lnY+ρ22W*ln INFRAS+β21lnY+ 

                  β22ln BUA+β23FDI++β24EAST+  

                  β25CENTRAL+β26HEIRACHY+ε2, (4) 

其中,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ε1 和  ε2 为随机变量, α11, 

β11~β16, α21, β21~β26 为待估计系数。 

3.2 变量与数据 
本文使用  2011 和  2016 年的  241 个地级以上城

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受限于现有统计年鉴中, 部

分样本城市的数据缺失, 会影响空间计量结果, 造

成有偏估计, 不过, 我们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数据缺失。首先, 截至  2016 年  9 月, 中

国大陆地级区划共  334 个 : 293 个地级市、30 个自

治州、8 个地区和  3 个盟。鉴于研究对象为城市 , 

且《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主要记录城市的相关信

息, 不包含自治州、地区和盟的数据(共  41 个), 因

此只对  293 个城市进行分析。在《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中 , 西部省份欠发达城市统计数据质量较低 , 

有  34 个城市缺少长期连续的统计数据, 无法支撑研

究。这  34 个城市包括西藏(5 个)、内蒙古(4 个)、云

南(4 个)、四川(4 个)、广西(3 个)、新疆(2 个)、青海

(2 个)、甘肃(3 个)、宁夏(2 个)、海南(3 个)、贵州(1

个)和陕西(1 个)等省份。中东部城市中, 有  18 个城

市缺少长时段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在使用永续存

盘法进行资本存量估计时需要长时间数据, 尤其需

要起始时间的数据 , 这些城市的数据缺失值过多 , 

因此无法进行资本存量估计。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见表  1。 

3.2.1 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产出 

基础设施投资(INFRAS)与经济产出是两个内

生被解释变量。基础设施数据来自《中国城市建设

统计年鉴》中基础设施完成投资额。按照年鉴统计

口径, 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给水工程、排水工 

表 1  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Table 1  Variables and data source 

变量 含义 来源 

Y 经济产出(GDP)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INFRAS 
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 
施完成投资额) 

中国城市建设年鉴 

L 劳动力(从业人员)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K 固定资本投资存量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INDUSTRY
工业化(第二产业总值 
与 GDP 总量之比)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FDI FDI 占比(FDI/GDP)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AST 东部, 虚拟变量 – 

CENTRAL 中部, 虚拟变量 – 

HIERACHY
城市行政等级, 是否是 
直 辖 市 、 副 省 级 或 省 
会, 虚拟变量 

– 

BUA 城市建成区面积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程、供热工程、燃气工程、园林绿化、环境卫生设

施、环境保护以及防洪和人防 (受限于数据来源 , 

不包含电力与电信)。另外 , 本文的基础设施指城

市基础设施, 不包含农村基础设施。经济产出方面, 

用全市  GDP 总量来衡量, 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预计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存在双向互

动关系, 即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

也会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 

3.2.2 社会固定资产资本存量 

在生产函数中, 固定资本存量是重要的生产要

素, 因此在经济发展方程中加入固定资本存量作为

变量。由于缺乏固定资本存量的官方统计数据, 故

采取永续存盘法估算资本存量。在永续存盘法中 , 

本期资本存量等于折旧后的上一期资本加上本年度

投资。这个方法的核心在于确定当年投资额的数

据, 估算基期资本存量和投资品价格指数, 选定折

旧率。由于缺少固定资本完成额的数据, 我们使用

全社会固定投资额数据, 并取前  3 年平均值[22]。由

于数据的时间跨度较小, 我们选择无穷等比递减数

列和法估算基期存量。数据时间段为  1996—2016

年。一般资本品的折旧率设定为  9.6%[23]。 

3.2.3 其他变量 

在经济发展方程中, 劳动力作为生产函数中的

生产要素被加入 , 劳动力的增加将提升经济产出。

受限于地级城市数据的获取, 采用《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中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力的代理变量 [24]。同

时, 工业化水平也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方程中, 用于

衡量城市产业结构的差异 [25]。工业化水平以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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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来测量。主要数据来自《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工业化程度增加是否导致产出

增加, 取决于产业之间生产效率的差异。 

在基础设施投资方程中, 加入城市建成区面积

作为控制变量。Yu 等 [10]选择人口与人口密度作为

控制变量。为了避免共线性, 我们选择建成区面积

作为控制变量。建成区面积越大, 需求越多, 基础

设施投资越多。数据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

鉴》。同时, 基础设施投资方程中还加入  FDI 作为

控制变量。在晋升激励下 , 各城市首要目标是“招

商引资”, 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就需进行基础设

施建设。本文以  FDI 作为晋升激励标尺竞争的代理

变量, 并用  FDI 与  GDP 之比定义该变量[13–14]。数据

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将城市宏观区位(东部和中部)和城市行政等级

作为控制变量, 同时加入经济发展方程与基础设施

投资方程。如果位于东部 , 则东部虚拟变量为  1, 

其余为  0。如果位于中部, 则中部虚拟变量为  1, 其

余为  0。如果是直辖市、副省级或省会, 则城市行

政等级虚拟变量为  1, 否则为  0。不同城市的宏观区

位可能存在地理环境、经济区位和政策环境的不

同, 行政等级则意味着政治资源的不同, 这两者均

可能带来产出与投资的差异。 

3.2.4 空间权重矩阵 

结合式(5)和(6), 本文采取  k 临近法构建空间矩

阵。如果两个区域在地理上相邻, 则  wij 为  1; 如果

两个不相邻, 则  wij 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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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考察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自相关

性 , 首先绘制两者的空间分布图(图  1(a)和(b))及空

间自相关图(局部 Moran’I, 图  1(c)和(d))。可以看

出, 一些城市群(如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等)在经济

发展与基础设施投资上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 

分别计算经济发展(对数形式)与基础设施投资

(对数形式)的  Moran’I, 其值分别为  0.3 和  0.12。原

假设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 两者  P 值均接近  0, 可

以拒绝不存在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 认为两者均存

在空间自相关性。 

4 实证结果 

根据阶条件，方程组属于过度识别类型, 可以

使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26–28]进

行估计。GS3SLS 既考虑内生变量的潜在空间相关

性也考虑各方程随机误差项间的相关性, 可以提高

估计结果的有效性。由于各变量的  VIF 均小于  10, 

可以认为共线性问题不严重。 

整 体 有 效 性 检 验 结 果 显 示 模 型 有 效 、 可 信 。

2011 和  2016 两个年份中 , 经济增长方程的调整  R2

均高于  0.89, 基础设施投资方程的调整  R2
 均高于

0.7, 拟合度较高。另外 , 两个方程均通过  F 检验 , 

模型具备整体有效性。 

4.1 经济增长方程 
基础设施投资变量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中的系

数均显著为正。2016 年弹性系数为  0.128(表  2), 即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 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

1%, GDP 增加  0.128%, 说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产

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考察经济增长方程中的空间作用可以发现, 首

先, 经济产出的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在两个年份均显

著为正, 因此经济发展具有溢出效应。某个城市邻

近城市的经济增长对该城市经济有正向作用, 所以

某个城市邻近城市的经济增长可以提升本城市的相

关产业需求, 从而增加该城市的经济产出。某城市

邻近城市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区域的产业集聚, 从

而促进该市的经济发展。其次, 基础设施投资空间

滞后项的系数并不显著。结果还显示, 基础设施投

资对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主要有两个

原因。第一, 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城市市政基础设施

投资数据, 不包含部分区域(如省级和国家级)基础

设施投资数据。区域基础设施涉及多个城市, 网络

效应更强, 其空间溢出效应高于城市基础设施。第

二, 本文研究的对象为各类基础设施, 其溢出效用

存在差异, 譬如城市绿地公园等设施的溢出效应弱

于交通设施。与对分行业基础设施(如交通费设施)

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相比, 本文估计的溢出效应并

不显著。 

劳动力和社会固定资本存量系数显著为正,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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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DP 及基础设施投资(2016 年)的空间分布与空间自相关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utocorrelation of GDP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总体上, 随着劳动力和社会固

定资本存量的增加, 城市生产总值是增加的。工业

化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工业化程度提升, 经济产

出上升, 表明第二产业当前在我国经济中仍占据重

要位置。东部的虚拟变量系数为正, 但在  2011 年的

模型中不显著。中部的虚拟变量均不显著。在控制

其他变量后, 宏观区位差异对经济产出影响不大。 

城市行政等级变量系数显著为负。在控制其他

变量后 , 城市等级提高 , 经济产出反而下降。例

如，东莞、佛山、苏州和无锡等一批地级城市经济

表现优异，甚至超过一些省会城市。较高行政等级

的城市 , 尤其是省会城市 , 尽管经济体量大 , 但经

济运行效率比有活力的地级城市低。 

4.2 基础设施投资方程 
在空间联立模型(表  2)中 , 经济产出对基础设

施投资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2016 年其弹性系数

为  0.639, 说明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 每增加  1%

的  GDP, 基础设施投资增加  0.639%。因此双向因

果作用中, 产出对投资的影响更大。 

考察基础设施投资方程中的空间作用, 首先可

以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滞后项的系数显著为

正。某城市邻近城市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该城市也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一结果为甄别两种空间作用

解释模型提供了关键证据。一方面, 如果基础设施

投资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那么当一个城市的邻近城

市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时, 该城市的最优策略是减少

基础设施。可以看到, 溢出模型与我们的实证结果

并不一致。另一方面, 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将带来产

业、人口以及政治资源的流动, 那么, 当某城市的

邻近城市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时, 该城市的最优策略

是增加投资。相较于溢出模型, 本文结果更支持资

源流动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资行为的分析。需要说明

的是, 我们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滞后项的系数的

估计与  Yu 等 [10]不一致, 这与选取的数据及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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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计量结果 
Table 2  Statistic results 

模型 变量 G3SLS (2011) G3SLS (2016)

ln Y 

ln INFRAS 0.128** 0.211*** 

Ln L 0.547*** 0.604*** 

Ln K 0.261*** 0.132** 

INDUSTRY 0.415** 0.975*** 

EAST 0.102 0.244*** 

CENTRAL –0.0419 0.0466 

HIERACHY –0.223** –0.170* 

W*lnY 0.0102** 0.00801* 

W* ln INFRAS –0.00677 –0.00771 

_cons 2.920*** 3.010*** 

Adj R2 0.902 0.899 

ln INFRAS 

lnY 0.639*** 0.752*** 

Ln BUA 0.576*** 0.393*** 

FDI 0.548*** 0.198 

EAST –0.549*** –0.737*** 

CENTRAL –0.174 –0.298** 

HIERACHY 0.593*** 0.988*** 

W*lnY –0.0288** –0.0283** 

W*ln INFRAS 0.0650** 0.0634** 

_cons –4.140*** –4.130*** 

Adj R2 0.727 0.712 

注: ***p<0.01, **p<0.05, *p<0.1。 

不同有关。Yu 等[10]选用的是公共支出数据(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但基础设施投资有很大比例来自政

府基金性收入(如土地出让金), 公共支出并不能很

好地反映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另外, Yu 等[10]使用

空间滞后模型, 而本文使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 

其次, 在基础设施投资方程中, 可以观察到经

济产出的空间滞后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如果某

个城市邻近城市的经济产出增加, 该城市的基础设

施投资将减少。对这一结果的分析较为复杂, 因为

存在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作用, 且这两方面作用是相

反的。从主观上 , 某城市邻近城市经济产出增加 , 

该城市在竞争压力下应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促进

经济发展。从客观上, 某城市邻近城市经济产出增

加 , 发展预期变好 , 更多资金向其邻近城市倾斜 , 

则该城市的财政资源将减少, 基础设施投资也将减

少。综合上述两个方面, 我们的结果显示客观因素

作用更强, 导致当邻近城市经济产出增加时, 该城

市基础设施投资减少。 

在基础设施投资方程中, 城市建成区面积的系

数均显著为正。城市建成区面积越大, 基础设施投

资 需 求 越 大 , 与 预 期 一 致 。 FDI 系 数 为 正 , 且 在

2016 年的模型中系数显著, 说明地方竞争对基础设

施投资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虚拟变量系数

显著为负, 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东部投

资相对于西部与中部较少。与此同时, 中部虚拟变

量系数不显著, 说明与西部相比, 中部在控制其他

变量后, 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差别不大。城市行政等

级变量系数显著为正, 越高行政等级的城市拥有更

多的政治资源, 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 因此基础设

施投资更多。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空间联立方程模型, 对城市市政基础

设施投资与经济产出的空间相互作用进行分析, 得

到如下结论。 

1) 考虑内生性后, 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滞后项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邻域城市增加投资后, 本地城

市也要增加投资; 邻域城市减少投资, 本地减少投

资。本文的结果支持资源流动模型的观点。 

2) 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存在双向互促作

用, 且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小于经

济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弹性系数。该结果为理解

地方政府的行为提供了基础: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投

资拉动经济增长, 同时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开展新

一轮的投资, 如此往复, 可以形成一种拉动地方经

济发展的惯性模式。 

在政策启示方面 , 本文提出两点建议。首先 ,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项目管理需要加强。项目前期

的可行性论证 , 尤其是收益成本测算 , 应更加科

学、公开和透明。项目完成后, 其绩效也应能够接

受各方的评估。其次, 地方政府面对众多不确定性, 

在巨大竞争压力下 , 模仿或许可以缓解发展焦虑 , 

但也会导致投资的资金效率降低，未来的发展将因

为短期利益被牺牲。改革现有晋升考核体系, 多元

化考核基层工作成绩, 引导地方竞争方向, 才能使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寻求自身的发展路径。 

受限于数据获取等原因 ,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

足。首先, 由于统计年鉴分行业数据存在缺失, 本

文把基础设施作为整体进行分析, 未考虑基础设施

分类型的差别。其次, 本文仅使用两年的横截面数

据, 在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方面略显不足。第三,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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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于研究数据缺失, 空间计量结果的准确性受到一

定程度的影响。第四, 本文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历时

性变化关注不够。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中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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